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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与传统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的实质性融合,员工在经历传统雇佣模

式的动荡后可能会产生一系列反应。 本文以科技公司为样本,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框架,实证检验人工智能警

觉对员工工作倦怠的作用机理,并考察员工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与企业组织公平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

示,人工智能警觉对员工工作倦怠具有促进作用。 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消极情绪在人工智能警觉与员工

工作倦怠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即人工智能警觉通过激发员工消极情绪影响工作倦怠。 调节作用检验结

果显示,组织公平程度越高,人工智能警觉对员工工作倦怠的促进作用越弱。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表明,组织

公平程度越高,人工智能警觉通过员工消极情绪对工作倦怠的正向影响越弱。 该结论揭示了人工智能警觉

对员工工作倦怠的过程机制和情境约束,对企业优化人工智能管理、缓和劳资冲突以及促进就业稳定等具有

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人工智能警觉　 工作倦怠　 消极情绪　 组织公平　 情感事件理论　 资源保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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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受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影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席卷全球,一
个更加智慧的时代即将到来[1-2] 。 在这一全球趋势中,中国政府一直积极推进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并提出

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力图拓宽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 作为计算

机科学的关键分支、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的技术之一[3] ,人工智能通过自动执行繁重和重复性任务,持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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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企业的决策能力和生产效率[4] ,不仅帮助企业升级筑构新竞争优势,还为其未来发展和新模式探索赢得

主动权[1] 。 因此,大多数公司正在战略性和有针对性地采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前沿技术,以应对各种挑

战并保持优势地位。 但是,旧体系的淘汰和新技术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导致现有就业模式的破坏与重塑,

同时也给劳动者带来了新的考验与要求[2] 。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持续完善劳动者

权益保障制度。 2021 年,《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强调“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有利于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023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

高度通盘考虑” 。 这些重要论述旨在充分促进中国就业稳定,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升就业质量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有证据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与企业的其他要素相互协同并互为补充,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引

擎作用[5] 。 但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工智能警觉成为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反映了劳动者对

人工智能应用及其潜在影响的敏感程度,特别是对人工智能损害其未来职业前景的担忧[6] 。 不少学者探讨

了人工智能警觉对员工产生的矛盾影响,进一步强调了人工智能的“双刃剑”效应[7] :一方面,有学者指出人

工智能警觉对员工有积极作用,比如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8]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研究发现人工智能警觉会

增加员工离职倾向和降低员工职业满意度[6,8-9] 。 但从目前研究看,第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服务业,有必

要继续深化并拓展对不同行业的研究以获得更全面的理解[10] 。 第二,缺乏人工智能警觉影响员工工作倦怠

的作用机制研究。 虽然现有研究已经关注人工智能警觉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但是鲜有研究将人工智能警觉

与工作倦怠纳入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系统分析,关于人工智能警觉对工作倦怠的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三,当前人工智能警觉的理论分析框架尚不全面,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性,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丰富现

有理论基础并明确未来研究方向,从而推动人工智能警觉领域的学术发展。 由此可见,深入分析人工智能

警觉进而缓解人工智能对企业员工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利于企业更加精准地调整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促进人工智能与员工的良性互动。

情感事件理论指出组织成员在工作中经历的情感事件会引发其不同的情感反应,进而影响他们的

态度行为,形成完整的“事件—情感—态度行为” 链条 [ 11-12] 。 资源保存理论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框

架,强调资源在影响个体情感和行为中的核心作用。 具体而言,该理论阐释了员工如何根据对工作资

源状态的感知调整自身的情绪反应,从而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 [ 13] 。 鉴于此,本文以情感事件理论为

基础,结合资源保存理论的核心要义,构建涵盖人工智能警觉、员工消极情绪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

理论框架,并系统评估组织公平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为促进就业稳定提供微观洞见。 与现有文

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首先,本文基于科技企业探讨了人工智能警觉对员工工作倦怠的

影响,提供了不同行业情境下的经验证据。 这不仅响应了先前研究中“ 拓展到其他行业” 的呼吁 [ 14] ,

而且有助于中国科技企业更好地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其次,本文从员工消极情绪视角揭示了人工

智能警觉对员工工作倦怠的作用机制,补充和丰富了现有微观数据的相关研究。 再次,本文提出了利

用组织公平削弱人工智能警觉与员工消极情绪之间关系的可行性操作方案,为管理实践中如何缓解员

工工作倦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最后,本文有助于正确理解新科技带来的冲击,识别现阶段

的人机适配状况,有利于提出相关措施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企业管理的相互融合,为在新发展格局

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就业稳定提供科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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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人工智能警觉与工作倦怠的关系

工作倦怠(job
 

burnout)指正常人持续经历与工作相关的负面态度,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个体情感耗竭、
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 具体而言,情感耗竭的特征包括工作热情丧失、个体活力和兴趣明显下降,以
及长期处于一种极度疲劳的状态;人格解体表现为有些个体在工作中流露出冷漠和忽视的态度,以及与工

作产生明显的情感距离,处于该状态的个体可能将工作任务和职责视同无生命之物,仅以机械式的态度对

待;个人成就感降低指个体在职场上未能充分展现才华,往往伴随着对工作的满意度降低及对自身工作能

力的不自信[15] 。 情感事件理论强调,工作中的关键事件深刻影响个体的情绪反应,而这些反馈在个人决策

评估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个体的态度和行为[16] 。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关键事件可以触发个体对重要资

源的保护行为,进而引发情感反应。 当现有资源面临实际损失、感知到资源潜在破坏,或在资源投入之后未

能获得期望收益时,个体便遭遇压力的侵蚀,甚至可能陷入更深层次的压力漩涡[13] 。 因此,情感事件理论和

资源保存理论从资源得失的角度解释了个体的情绪反应和行为活动,为理解工作环境中的个体行为提供了

一个理性而全面的视角。
尽管人工智能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但其对企业员工的影响仍存在较大争议。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会

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并释放创造力,通过人工智能协助,员工可以从重复、繁重的任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

更具创意和战略性的工作[7,17] 。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引发的结构性冲击会导致员工产生人工

智能警觉,进而在工作场所表现出一些负面行为[18] 。 当企业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并增加对其的投入时,人工

智能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呈现出强烈的对抗性,并最终体现在人工智能警觉上,不仅影响员工对人工

智能的情感体验和客观评价,还可能增大工作倦怠的风险。 首先,人工智能的正向效应短期内无法超越其

替代效应对劳动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人工智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依赖于若干前提条件,一方面需要具备相关

技能的员工进行有效配合,另一方面依赖于数据在质量和数量方面的有力支持,以减少使用过程中的错误

和偏见。 但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负面影响却更为直接并显而易见[19] 。 根据费尔滕等(Felten
 

et
 

al. ,2021)的
研究结论,人工智能对各类员工均产生了“威胁”,其中不乏包括一些高薪职位[20] 。 该类员工受教育程度较

高,接触和阅读机器人和自动化的负面信息更多,因而极有可能对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更为担忧,警觉意识

也更加强烈[21] 。 考虑到实际或潜在的资源受到威胁进而阻碍他们实现职业目标[22] ,这种担忧可能进一步

导致其情绪耗尽和工作疲劳[23] 。 其次,人工智能给部分员工带来了工作挑战,激发了他们的警觉意识,导致

工作懈怠增加。 一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远超许多员工学习和适应新技能的能力,导致他们难以跟上技术

变革的步伐。 员工需要持续进行工作培训和技能提升以适应这些变化,而过多的认知负荷可能会增加部分

员工的心理压力,进而降低工作满意度并损害身心健康[18] 。 二是当员工认为自己无法在当前职业角色中满

足个人成长和发展需求时[24] ,容易引发职业不满和精神疲劳,这种感受不仅削弱了他们对工作的投入和认

同感,还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心理影响,如人格解体[25] 。 三是随着人工智能承担更多工作任务和决策支持,将
大大削弱员工的个人成就感和工作满足感,员工可能感到自己的贡献被忽视和低估[6-24] 。 这不仅容易引发

员工的负面自评,还可能损害他们的个人成就感和意义感。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人工智能警觉正向影响员工工作倦怠。

　 　 (二)员工消极情绪的中介机制

消极情绪体现了个体心情低落和处于困境的感受,包括一系列令人厌恶的情绪体验,如焦虑、悲伤、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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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等[26] 。 根据情感事件理论,工作环境变化引致工作性质演变,从而激发员工积极或消极情绪反应[11] ,

展现了员工在工作场所中的情绪动态。 进一步地,该理论揭示,工作中的障碍性冲击可能会推动员工短

期情绪波动,乃至触发持续的消极情绪[27] 。 首先,随着工作场所中人工智能的强监管不断推进,员工的

人工智能警觉意识可能会增强,引发消极情绪。 在工作场所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监控

员工的工作表现,这种机器监控行为不仅影响员工对人工智能的看法,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18] ,还会

增强员工的愤怒和恐惧情绪[26] ,从而引发了更广泛的负面反应。 其次,新技术可能会导致低技能员工被

替代和高技能员工感到技能落后,放大他们的警觉意识,促进他们负面情绪的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进步,机器人应用将直接取代低技能的劳动力,造成就业岗位减少,导致“技术性失业”局面。 在这种

背景下,该类员工的警觉意识更强,也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28] ,如紧张、士气低落和焦虑等[29] 。 另外,部

分高技能劳动力也会担忧自己的技能变得过时,这种技能的落后感与资源丧失感可能共同加深他们的职

业迷茫和焦虑,从而引发负面情绪[24] 。

资源保存理论补充了情感事件理论,描述了员工在面临压力源时可能采取的两种行为策略:一是立即

停止资源的进一步消耗以保护现有资源,二是积极投入资源以期获得价值回报。 因此,员工在面对人工智

能警觉时,可能倾向于采取“及时止损”的情感反应或“另辟蹊径”的离职策略。 同时,员工的情绪状态,无论

积极还是消极,均对工作态度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具有积极情绪的员工更能有效应对工作挑战,而具有

消极情绪的员工在情绪调节能力上通常较为有限,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 特别地,消极情绪的员工更容

易受到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和挫折等压力源影响,这些不利的工作状态难以被缓解,从而促使消极情绪累

积,进而激发工作不满和倦怠情绪[30] 。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人工智能警觉正向影响员工消极情绪。

假设 3:员工消极情绪在人工智能警觉与工作倦怠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三)企业组织公平的调节作用

组织公平涉及组织如何公正对待员工,包含分配公平、过程公平和互动公平三个维度。 分配公平注重

员工对公司利益分配结果的满意度[31] ;过程公平侧重员工对组织决策制定及执行过程的公正评价[32] ;互动

公平强调员工在与组织交往时对人际关系公正性的感知[33] 。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观点,拥有多种资源的个

体更有机会获取额外资源。 具体来说,积极的资源能让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愈发满意和投入,从而增加了

他们寻找额外资源的机会。 而某些环境资源,例如组织公平,可以提升个人资源在工作投入和健康方面的

持久性和重要性。 换句话说,组织公平能够帮助员工更稳定地保持工作积极性和健康状态,使他们在工作

中更加得心应手[34] 。 因此,在情感事件理论的框架内,组织表现出的正义感往往被员工视为重要因素,是影

响员工情绪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有着深远影响。

具体而言,在分配公平的问题上,尽管人工智能本身不需要薪酬,但人工智能的普及性增加了员工被替

代的风险,这种冲击可能对员工的收入和职业发展均带来间接的负面影响[35] ,进而波及他们的工作地位和

个人成就感[36] 。 当员工感知到分配公平缺失时,他们倾向于保护现有资源,并表现出情绪疲惫和工作倦怠。

相反,当员工感知到分配公平被组织支持时,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努力与公司提供的资源成正比,进而提高工

作表现并进行自我激励,并产生积极的工作态度[37] 。 就过程公平而言,智能算法的低透明度和弱解释性在

公平度较低的情况下尤其明显,导致员工只能被动接受决策过程,难以提出反馈或申诉[38-39] 。 这种情况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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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了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和承诺感,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情绪状态[33] 。 然而,在公平度较高的环境中,员工会

感到他们的意见和反馈得到了重视,这有助于缓解由人工智能引起的负面情绪。 随着传统、温暖人心的管

理方式被冷静、客观的人工智能替代,算法偏见和隐私侵犯问题日益严重,从而激发了员工对互动公平的强

烈需求[35,40] 。 在互动公平度较低的环境中,员工可能会感到孤立无援,缺乏必要的人际交往和支持,从而加

剧了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 相对而言,在互动公平度较高的环境下,即使在技术主导的工作场景中,员工也

会认为他们的人权受到尊重,有助于减轻他们的消极情绪[35] 。 这三种组织公平形式互相作用,不同程度地

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企业组织公平在人工智能警觉与消极情绪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企业组织公平程度较高时,

人工智能警觉与消极情绪的正向关系较弱。

依据假设 3 与假设 4 的理论分析,本文进一步提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具体而言,当企业组织

公平程度较高时,员工会更容易接受人工智能技术并减少其消极情绪,因此他们的工作倦怠感知也会随之

降低。 然而,当企业的组织公平程度较低时,由于人工智能警觉对员工消极情绪的影响较强,人工智能警觉

对员工工作倦怠的作用也会更多地通过其消极情绪这一中介进行传导。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企业组织公平正向调节人工智能警觉通过员工消极情绪影响工作倦怠的间接效应,即企业组织

公平越高,间接效应越弱;反之越强。

　 　 三、研究方法

　 　 (一)问卷调研及样本特征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在腾讯、字节跳动、百度和京东等多家科技企业进行抽样,参与调查的人员是各企业

不同工作团队的初级职员、中级职员、高级职员、经理等。 调研流程主要包括:首先,调研人员向团队负责人

解释研究目的并由团队负责人确定受访员工名单;然后,在问卷发放前对问卷进行编码处理,并采取网络无

记名的方式填答问卷;最后,对完成的问卷进行资料检查、筛选、整理和分析。

本研究共向上述企业的 30 个工作团队发放问卷,最终回收了 362 份作答完整的问卷。 筛选和剔除不合

适的问卷后,有效的员工问卷数量为 336 份,回收率为 93%。 在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参与调查的员工中,男

性占 64%,女性占 36%;在所有年龄段中,24 岁及以下和 25 ~ 45 岁的占比最高;学历以本科和研究生为主;

婚姻状况方面,已婚和未婚员工比例接近,分别占比 52%和 48%;对于任职年限,有 4 ~ 6 年工作经验的员工

占比 43%,1 ~ 3 年工作经验的员工占比 33%,其他占比 24%;在岗位职级上,大部分员工为初级职员(占比

58%),其次是中级人员(占比 33%),其他占比 9%;在雇佣性质上,正式员工居多(占比 81%)。 总体上,调

查样本具有较高的差异性,意味着样本能够更广泛地代表不同人群或情况。

　 　 (二)变量及其测量

本文所使用的量表均来自国内外学者开发的成熟量表。 问卷设计的量表采用李克特( Likert)5. 0 量表

测度,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1)人工智能警觉。 参照布鲁厄姆和哈尔( Brougham
 

&
 

Haar,

2018) [6]开发、徐广路和王皓天(2022) [41] 改进的 4 个测量条目,并根据研究内容进行了适当的改编。 该变

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 898。 (2)消极情绪。 借鉴沃森等(Watson
 

et
 

al.,1988) [26] 编制的积极消极情感量

表中的消极部分,共 5 个测量条目,该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 920。 (3)组织公平。 组织公平包含分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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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过程公平和互动公平三个维度。 分配公平采用科尔基特(Colquitt,2001) [42] 开发的 4 个测量条目;互动公平

的量表参考刘璞等(2008) [43]的研究,共 5 个测量条目;过程公平参考已有研究[44-45] ,共 5 个测量条目,该变量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 908。 此外,本文计算得出,组织公平的组内一致性 ICC(1)为 0. 239>0. 05,组间一致

性 ICC(2)为 0. 781>0. 5;Rwg(j)的中位值为 0. 807>0. 7,因此数据可以汇聚到组织层面。 (4)工作倦怠。 参考

李永鑫(2003) [46]的研究,通过 15 个测量题目进行评价,该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 910。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采取了多项措施。 首先,本文遵循自愿原则,以无记

名形式进行问卷调查;其次,团队负责人详细介绍了研究的调查目的,以减少员工在填写问卷时的猜测和

顾虑;再次,在问卷设计中对不同变量进行了顺序控制,并以清晰的间隔区分;最后,为避免员工乱答题的

情况,部分测量题目采用反向计分方式进行程序控制。 基于以上措施,本文进一步采用哈曼( Harman)单

因子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将本文涉及的所有题项纳入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探索性因子分析的

抽样适合性检验( KMO)为 0. 904,巴特利特( 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P<0. 001) 。 同时,主成分分析法显

示,未经旋转的第一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27. 278%,小于 50%,表明本文的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

偏差[47] 。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文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 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均

大于阈值 0. 7,表明量表是有效的且满足研究的需要。 此外,本文运用软件 Mplus
 

8. 3 对变量进行验证性

因子分析( CFA) ,观测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如表 1 所示。 可以看出,相比于其他模型,四因子模型(人工

智能警觉、消极情绪、工作倦怠、组织公平) 对实际数据的拟合效果最为理想。 拟合度指标为 χ2 / df
 

=

1. 632<5,RMSEA
 

=
 

0. 043<0. 08,CFI
 

=
 

0. 981>0. 9,TLI
 

=
 

0. 976>0. 9,说明这四个潜变量之间具有明显

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2 df χ2 / df RMSEA SRMR CFI TLI

四因子模型(AI、NE、JB、OJ) 137. 060 84 1. 632 0. 043 0. 033 0. 981 0. 976

三因子模型
 

(AI+NE、JB、OJ) 785. 976 87 9. 034 0. 155 0. 107 0. 746 0. 693

二因子模型
 

(AI+NE+
 

JB、OJ) 840. 760 89 9. 447 0. 159 0. 107 0. 727 0. 678

单因子模型
 

(AI+NE+
 

JB
 

+OJ) 1131. 099 90 12. 568 0. 186 0. 133 0. 622 0. 559

　 　 注:AI 表示人工智能警觉;NE 表示消极情绪;JB 表示工作倦怠;OJ 表示组织公平。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详见表 2。 可以看出,消极情绪(γ = 0. 451,P<0. 01)、工
作倦怠(γ= 0. 554,P< 0. 01) 与人工智能警觉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工作倦怠与员工消极情绪(γ = 0. 540,
P<0. 01)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以上结果符合假设预期,后文将通过回归分析对假设作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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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性别

2
 

年龄 -0. 018

3
 

学历 -0. 105 0. 168∗∗

4
 

婚姻状况 0. 031 -0. 296∗∗ 0. 021

5
 

工作年限 -0. 081 0. 333∗∗ 0. 086 -0. 335∗∗

6
 

岗位职级 0. 130∗ 0. 075 0. 023 -0. 027 0. 207∗∗

7
 

雇佣性质 -0. 092 -0. 198∗∗ 0. 089 0. 054 0. 090 -0. 045

8
 

AI -0. 033 -0. 051 -0. 098 -0. 101 0. 059 -0. 030 0. 008 0. 898

9
 

NE -0. 146∗∗-0. 072 -0. 089 -0. 072 0. 039 -0. 088 0. 031 0. 451∗∗ 0. 920

10
 

JB -0. 162∗∗ 0. 004 -0. 003 -0. 063 0. 066 -0. 044 0. 002 0. 554∗∗ 0. 540∗∗ 0. 910

11
 

OJ 0. 065 -0. 035 0. 150∗∗ 0. 041 0. 004 -0. 018 -0. 039 -0. 124∗ -0. 137∗ -0. 164∗∗ 0. 908

平均值 1. 361 1. 493 1. 358 1. 484 1. 940 1. 525 1. 190 3. 352 3. 099 3. 040 3. 838

标准差 0. 481 0. 541 0. 555 0. 500 0. 828 0. 691 0. 391 0. 968 1. 043 0. 772 0. 591

　 　 注:∗表示 P<0. 05,∗∗表示 P<0. 01,∗∗∗表示 P<0. 001,后表同;主变量对角线加粗的数值为各变量的信度系数。

　 　 (四)假设检验

1.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依据三步法检验员工消极情绪在人工智能警觉和工作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 表 3 报告了回归结

果。 根据列(3)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员工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岗位职级、雇佣性质

后,人工智能警觉对员工工作倦怠存在正向影响(γ = 0. 412,P<0. 001),假设 1 成立。 进一步,根据列(1)的

结果可以看出,人工智能警觉对消极情绪也存在正向影响(γ= 0. 416,P<0. 001),假设 2 成立。 此外,在同时

加入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后,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员工消极情绪对工作倦怠具有正向影响(γ = 0. 258,P<
0. 001),以及人工智能警觉对工作倦怠的回归系数减小(从 γ = 0. 412 到

 

γ = 0. 305),但仍然通过显著性检

验,因此满足部分中介的条件,假设 3 成立。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本文运用拔靴( bootstrap)法进一步检验该间接关系的显著性。

检验结果显示:人工智能警觉对工作倦怠有直接影响(直接效应为 0. 311,95%置信区间为
 

[0. 371,
 

0. 521],
不包含 0),同时通过员工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对员工工作倦怠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间接效应为 0. 131,
95%置信区间为

 

[0. 085,0. 185])。 因此,假设 3 得到进一步支持。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员工消极情绪 员工工作倦怠

(1) (2) (3) (4)

性别 -0. 211∗ -0. 244∗ -0. 157∗ -0. 102

年龄 -0. 024 -0. 058 0. 021 0. 027

学历 -0. 096 -0. 117 0. 043 0. 068

婚姻状况 -0. 087 -0. 112 -0. 027 -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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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员工消极情绪 员工工作倦怠

(1) (2) (3) (4)

工作年限 -0. 005 0. 009 0. 004 0. 005

岗位职级 -0. 056 -0. 036 0. 004 0. 018

雇佣性质 0. 118 0. 085 0. 037 0. 007

AI 0. 416∗∗∗ 0. 414∗∗∗ 0. 412∗∗∗ 0. 305∗∗∗

NE 0. 258∗∗∗

OJ 0. 055

AI×OJ -0. 486∗

σ2 0. 634∗∗∗ 0. 593∗∗∗ 0. 298∗∗∗ 0. 256∗∗∗

τ00 0. 208∗∗∗ 0. 252∗∗ 0. 087∗∗∗ 0. 087∗∗∗

2. 跨层次的调节作用

为检验组织公平在人工智能警觉与消极情绪之间的调节效应,本文以员工消极情绪为因变量,做虚无

模型(null
 

model)进行聚合检验。 结果表明,员工消极情绪的 ICC (1) 为 0. 217,表明个体的消极情绪有

21. 7%的变异存在于不同群组之间,因而存在跨层面效应[48] 。 同时,表 3 列(2)的分析结果表明,交互项“人

工智能警觉×组织公平”(AI×OJ)对消极情绪存在负向影响(γ= -0. 486,P<0. 05),表明企业组织公平对人工

智能警觉对消极情绪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假设 4 成立。 为了更直观地体现调节作用,本文参照道森

(Dawson,2014) [49]的建议,将组织公平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值代入回归模型中,并绘制调节作用分解图,如图

1 所示。 可以看出,在高水平组织公平下,人工智能警觉对消极情绪的正向影响低于低水平组织公平下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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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组织公平对人工智能警觉与消极情绪的调节作用

智能警觉对消极情绪的影响,即随着组织公平水平增

加,人工智能警觉对消极情绪的正向影响降低。 这种

现象可能源于高度的组织公平感知使员工对人工智能

的担忧减少,员工有可能相信组织会提供必要的支持

和资源帮助他们适应变化,例如通过统一的公司培

训[26] 、有效的信息反馈渠道,以及遵循公平、公开和透

明的管理原则。 这种增强的支持感和公平感不仅有效

减轻了员工的工作倦怠,还激发了他们以积极的心态

面对新技术的挑战[50] 。
为进一步验证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即企业组织公

平是否负向调节员工消极情绪在人工智能警觉与工作

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 首先,以员工工作倦怠为因变

量,做虚无模型进行聚合检验,结果显示:员工工作倦

怠的 ICC(1)为 0. 237,表明个体的工作倦怠有 23. 7%的变异存在于不同群组之间,因而存在跨层面效应[48] 。
其次,本文对组织公平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并分成高低两组求出组间差异,如果两组的中介效应差异显

著,则证明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但基于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拔靴方法在多水平模型中不适用,所
以本文参照已有研究[51]通过软件 R 利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法(MCMC)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最终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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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区间如表 4 所示。 可以看出,中介效应差异的 95%置信区间为[ -0. 185,-0. 004],不包含 0。 这表明组

织公平对消极情绪在人工智能警觉与工作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起调节作用,即假设 5 成立。

表 4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效应 中介变量 组织公平
95%置信区间

系数 下限 上限

间接效应 消极情绪 低 0. 167 0. 092 0. 243

高 0. 074 -0. 023 0. 170

差异 -0. 094 -0. 185 -0. 004

　 　 五、结论与建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当前中国正值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和劳动力结构调整

的关键期,社会面临着就业局势不稳定和劳资关系不协调等重要挑战。 本文以微观层面的科技公司员工为

切入点,考察了人工智能警觉对员工工作倦怠的影响机制,以期为中国全面落实“稳就业”决策部署、实现高

质量充分就业提供实证依据和有益参考。 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人工智能警觉增加了员工工作倦怠。 这反

映了在当前阶段人工智能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暂时超过了其正面效用。 进一步的检验结果显示,员工消极情

绪在人工智能警觉与工作倦怠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人工智能警觉对工作倦怠的影响部分是通过

增加员工消极情绪实现的。 此外,本文的研究还表明,组织公平是企业人工智能管理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

分,不仅对人工智能警觉与员工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跨层次的负向调节作用,还负向调节了“人工智能警觉—
员工消极情绪—员工工作倦怠”这一中介机制。 这一研究发现凸显了企业建立透明沟通、公平对待、互信互

助关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不仅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协作力,还能够保持企业的持续运作能力并塑

造良好的雇主形象。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企业应当正确认识新技术在不同时期内对员工所产生的影响,并意识到人工智能应用对传统人力资

源管理带来的挑战。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工智能带来了高效的生产力和广泛的机会,但多数员工

对人工智能应用具有较高的警觉性,并因此影响工作态度与行为。 因此,企业应转变思维与行动,通过及时调

整用工政策实现机器与劳动力的良好适配,并更加人性化地提升劳动者的稳定性。 企业应在推动技术应用和

业务升级的同时,重视维护员工的福祉,平衡技术革命与员工关怀,以实现人机和谐共生的目标。
第二,企业管理者应采取积极措施缓解员工对人工智能应用的消极情绪。 一方面,企业应致力于增强

员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认知。 通过适度培训和教育,使员工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的潜力,减少因不

了解而产生的恐惧和焦虑。 另一方面,考虑到成年人的情绪调节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企业管理者还可以通

过提供心理健康支持,营造充满幸福感与包容性的工作环境等方式帮助员工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应用带来

的挑战和变化,提升员工工作满意度。
第三,企业应重视提升组织公平度以减少人工智能警觉带来的工作倦怠。 通过实施 360 度反馈体系,企

业可以收集来自同事、下属及上级的全方位评价,确保员工在资源分配、决策过程及日常交互中得到公正对

待。 同时,人力资源部门应重视员工反馈以调整和改进人工智能应用策略及管理措施,并鼓励员工积极参

与决策过程。 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提升员工的参与度和自主性,还使他们感受到自己是组织变革的积极参与

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从而为促进人机共生提供人力保障与群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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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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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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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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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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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14)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
 

emerges
 

as
 

a
 

transformative
 

force,
 

unlocking
 

substantial
 

potential
 

and
 

exerting
 

profound
 

effects
 

on
 

the
 

labor
 

market.
 

The
 

application
 

of
 

AI
 

exhibits
 

a
 

dual-edged
 

sword
 

effect
 

on
 

employees.
 

On
 

the
 

one
 

hand,
 

it
 

enhances
 

productivity,
 

safety,
 

and
 

efficiency,
 

creating
 

new
 

job
 

opportunities
 

and
 

improving
 

working
 

cond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t
 

displaces
 

some
 

jobs
 

and
 

challenges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From
 

a
 

micro-level
 

perspective,
 

AI
 

awareness
 

is
 

becoming
 

a
 

critical
 

issue
 

in
 

the
 

application
 

of
 

workers,
 

reflecting
 

their
 

sensitivity
 

to
 

AI
 

applications
 

and
 

potential
 

impacts,
 

particularly
 

concerns
 

about
 

AI
 

undermining
 

their
 

career
 

prospec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as
 

companies
 

extensively
 

adopt
 

AI
 

and
 

increase
 

relevant
 

invest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and
 

employees
 

is
 

likely
 

to
 

become
 

confrontational,
 

ultimately
 

manifesting
 

in
 

heightened
 

AI
 

awareness.
 

This
 

phenomenon
 

not
 

only
 

influences
 

employees’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s
 

of
 

AI
 

but
 

also
 

exacerbates
 

the
 

risk
 

of
 

job
 

burnout.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employs
 

technology
 

companies
 

as
 

a
 

sample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AI
 

awareness
 

impacts
 

job
 

burnou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Through

 

a
 

survey
 

administered
 

to
 

employees
 

working
 

in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China,
 

this
 

paper
 

employ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I
 

awarenes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job
 

burnout.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AI
 

awareness
 

positively
 

influences
 

job
 

burnout
 

via
 

the
 

mediating
 

variable
 

of
 

negative
 

emotions.
 

Furthermore,
 

moderation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higher
 

level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ttenuate
 

the
 

effect
 

of
 

AI
 

awareness
 

on
 

job
 

burnout.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shows
 

that
 

a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ncreas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AI
 

awareness
 

on
 

job
 

burnout
 

through
 

negative
 

emotions
 

is
 

mitigated.
 

Therefore,
 

enterprises
 

need
 

to
 

take
 

positive
 

measures
 

to
 

alleviate
 

employees’
 

negative
 

emotions
 

toward
 

AI
 

application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fairness
 

to
 

reduce
 

job
 

burnout
 

caused
 

by
 

AI
 

awareness.
This

 

paper
 

makes
 

several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Firstly,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AI
 

awareness
 

on
 

job
 

burnout
 

within
 

technology
 

enterprises,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across
 

diverse
 

industry
 

contexts.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ees’
 

negative
 

emotions,
 

it
 

elucidat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AI
 

awareness
 

influences
 

job
 

burnout,
 

thereby
 

supplementing
 

and
 

enriching
 

existing
 

micro-level
 

research.
 

Thirdly,
 

it
 

proposes
 

feasible
 

operational
 

solutions
 

using
 

organizational
 

justice
 

to
 

mi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awareness
 

and
 

employees’
 

negative
 

emotions,
 

offer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managing
 

job
 

burnout
 

in
 

practice.
 

Lastly,
 

it
 

aids
 

in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es,
 

identify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human-
machine

 

compatibility,
 

providing
 

scientific
 

support
 

for
 

building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and
 

achieving
 

employment
 

stabilit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Keywords: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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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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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
 

organiz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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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iv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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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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